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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患沟通指医患间通过言语和非言语交流来分享信息、意义和感受的过程。医患沟通对患者及医务人员

均有着重要意义。医患沟通模式涉及大量的叙事议题。医生的疾病叙事与患者的疾痛叙事的差异使得医

生和患者在面对同一病症时产生了视域偏差。视域偏差是造成医患沟通障碍的主因之一。医患视域偏差

可以尝试用叙事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加以解决。包括：医生的医学话语与患者的生活话语互通；实行平行

病历促进疾病叙事与疾痛叙事融合；实行医患共同决策；培养临床叙事思维，提升医患叙事能力。叙事

医学在和谐医患沟通方面的进展体现在：第三方视角的叙事医学实践，全员参与的发展叙事医学实践，

完善叙事–循证医学模式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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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DPC)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sharing information, meaning and 
feelings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rough verbal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DPC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oth patients and medical staff. The DPC model involves a large number of nar-
rative topic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octor’s disease narrative and the patient’s illness narra-
tive make the doctor and the patient have a vision deviation when facing the same disease. The vi-
sion devi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communication obstacles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e vision deviation can be solved by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narrative medicine. Includ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octors’ medical discourse and patients’ life discourse; Implementing par-
allel medical record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disease narrative and illness narrative; Imple-
menting joint decision-making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Cultivate clinical narrative thinking 
and improve the narrative ability of doctors and patients. The progress of narrative medicine in 
harmonious DPC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directions: narrative medicine practice involving the 
third party, developing narrative medicine practice with full participation, and perfecting narra-
tive-evidence-based medicin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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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伴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持续增加，健康保健意识持续增强，医患冲突、医疗纠纷、恶性

伤医事件发生率也在持续上升。研究发现，医患沟通不畅是导致信任缺失、诱发医患纠纷的导火索。医

护方却归咎于工作压力、医学局限性、医疗告知制度缺陷等客观因素；忽视了自身沟通意识淡薄、沟通

能力不足、沟通态度不佳、医学人文素养不高等主观因素[1] [2]。医患沟通一直是医学人文和医学伦理学

的一项重要课题，对患者及医务人员均有着重要意义[3]。如何改善医患关系，增进医患互信，构建和谐

医患共同体，值得思考与研究。 
21 世纪以来，叙事(narrative)在医疗卫生实践中异军突起，医患沟通面临叙事转向[4]。2001 年哥伦

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医生丽塔·卡伦(Rita Charon)在《内科学年报》(AIM)上发表《叙事医学：形式、功

能和伦理》[5]，首次把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界定为：一种能认知、解释、并被他人的疾苦感动而

后付诸行动的医学实践。并将医学叙事写作分为五类：医学小说、针对外行人的文学展示、医学自传、

医疗实践故事和医学写作训练，同时还论述了叙事写作的伦理问题[6]。同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

(JAMA)的《叙事医学：共情、反思、职业和信任的模型》[7]，将叙事医学定位为一种有效的医学实践模

式，认为叙事医学可以弥合医生与患者、与自身、与同事及社会之间的隔阂，有助于医生为患者提供更

精确、更有保障且更真实有效的医疗服务。丽塔·卡伦 2005 年发表《叙事医学：关注、再现与归属》[8]，
提出关注、再现与归属是叙事医学三要素。2006 年出版《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9]，阐释何为叙

事医学、为何要提出并发展叙事医学以及如何教授和实践叙事医学等议题；提出将“文学文本阅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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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形式、时间、情节和意愿)应用于细读方法之中[10]。2008 年丽塔·卡伦提出叙事循证医学(narrative 
evidence-based medicine)概念[11]，试图将叙事医学与循证医学结合起来。 

医患沟通指医患间通过言语和非言语交流来分享信息、意义和感受的过程[12] [13]。医患沟通是诊疗

的基础，是双方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有效且顺畅的医患沟通可以提升患者满意度，甚至获得更好的治

疗效果[14]。本文旨在梳理当前国内医患沟通中叙事医学的应用及进展，尝试利用叙事医学的理论和方法

改善医患沟通效果。 

2. 医患沟通模式中的叙事议题 

医患沟通模式涉及大量叙事议题。包括倾听患者疾病故事、关注患者情感社会因素、理解和接纳患

者疾痛经历，共情、建立医患互信等。医患关联性、共情和负面情感是叙事医学的三个关注点，医生通

过对患者叙事仔细品读和反思性写作来再现或反思疾病发生发展的真实情境，增强诊疗效果[15]。 

2.1. GLTC 医患沟通模式 

王锦帆提出 GLTC 模式，即示善(goodwill)、倾听(listening)、交流(talking)、合作(cooperation)。即医

方示善–医方倾听–医患交流–医患合作[16]。示善体现为和善的肢体语言及亲切的口头语言；倾听指医

生听取患者叙述信息及对患者述说的尊重；医患交流涉及反馈、讨论选择、鼓励、抚触肢体、告知坏消

息、日常聊天等；医患合作涉及多层次沟通建立医患互信等[16]。 

2.2. 互信–共情–叙事–沟通模式 

韩立坤等以叙事医学为依托创立互信关系–共情氛围–叙事空间价值平台–沟通渠道模式。互信关

系强调将问诊转变为叙事过程，平等沟通，站在患者立场思考处理问题。共情氛围强调医生应在患者叙

述过程中获取疾病线索，感同身受。叙事空间强调扩充诊疗空间，减小生物因素占比，扩展患者叙事范

围。价值平台指医患沟通中通过叙事将对生命的敬畏感引回临床感悟人生。沟通渠道指作出有利于患者

健康的决策，提供不同诊疗方案供患者选择[17]。 

2.3. 6S 延伸医患沟通模式 

6S 延伸医患沟通模式包括预备、融入、互动、教育、商定、维系 6 个环节[18]。预备是就诊前的初

步沟通；融入是初诊时的快速关系建立；互动是医患围绕疾病的双向交流；教育即医生纠正患者认知或

提供相关信息；商定是医患制定治疗决策并敦促患者遵医嘱；维系是面对面交流结束后的反馈[18]。 

2.4. SBAR 沟通模式 

世卫组织(WHO) SBAR 模式包括现况(situation)、背景(background)、评价(assessment)和建议(recommen-
dation)四模块。现况即患者疾病状况，包括症状和体征；背景即诊断资料、病史等；评价指医生对患者病

情的评价；建议医生针对病情及状况给出诊疗建议、处理措施[19]。 

2.5. E4 沟通模式 

凯勒(Keller)等提出 E4 沟通模式[20]，即参与(engage)、移情(empathize)、教育(educate)、支持(enlist)。
参与指医患通过对话等行为建立医患关系，讨论病情并构建医疗议程；移情是医生通过沟通表现同理心，

创造安全信任的心理环境；教育指医患双方沟通，确保患者了解相关医疗信息；支持包括决策和鼓励坚

持，以提高患者依从性。 
上述医患沟通模式虽然涉及众多叙事议题，但均未提出基于叙事理论和技术为主导的沟通模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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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用叙事医学改善医患沟通？需要更深入地探讨。 

3. 医患叙事模式的融合与发展 

医学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在其著作《疾痛的故事》中，首次提出医生眼里的疾病

(disease)与患者身上的疾痛(illness)的区别：疾病是医生根据病理理论解释和重组疾痛时提出或发明的；训

练有素的医生透过各自特定的专业理论滤镜，从患者的疾痛经验中看到或诊断出疾病[21]。疾病是医生观

察、记录病因与病理指标的客观世界，医生对疾病的描述可称为疾病叙事(disease narrative)；而疾痛则是

患者自身叙述、体验心理与社会性痛苦经历的主观世界。疾痛指的是病人及其家人、乃至更广的社会关

系是如何接受患病现实带病生活的，又是如何对付处理病患的症状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困苦烦恼的[21]。
患者对疾痛的述说称为疾痛叙事(illness narrative)。患者以自己的主观体验构建、表征他们的疾病经验和

体验；医生则根据自己的专业文化机制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建构；这种区别的产生源于医患双方所掌握的

不同文化[22]。医生的医学话语(voice of medicine)与患者日常世界的生活话语(voice of life world)是两种目

的、方法不一致的叙事话语体系建构：医生依据专业的医学话语体系进行疾病叙事；患者依据自己的主

观感受和经验以生活话语建构疾痛叙事；两种叙事文化差异导致医生和患者面对同一疾病时产生了视域

偏差[23]。研究发现，视域偏差是造成医患沟通障碍的主因之一。医患视域偏差主要表现在医患知识结构

差异、疾病认识差异以及对病痛感知差异等方面[24]。医患视域偏差可以尝试用叙事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加

以解决。 

3.1. 医生的医学话语与患者的生活话语互通 

医患互动过程中，透过患者身体的自我叙说(Self-telling body)的表象，医生的叙事素养可帮助其更深

入准确地把握患者的真实境况，全面准确地体察患者的疾痛感受。在叙事对话中，患者不再以部分和客

体的疾病供医生评判和诊断，而是作为整体和主体的人参与到医疗叙事对话实践中[1]。医学话语与生活

话语互通使医生更完整、更全面、更具体地“看到”每位患者生命故事的独特性和唯一性；疾病叙事和

疾痛叙事这两套话语体系的互通，使医患双方有机会彼此“看见”对方的世界，增进接纳理解和包容，

真正实现医患双方的视域融合。患者切实感受到医生对其生命的理解和尊重，能够更加积极地从心理、

生理上配合医生治疗[25]。 
医患双方需要相向努力促进医学话语与生活话语互通：医生需要尝试把专业晦涩的医学术语“翻译”

成患者能够理解接受的生活话语；患者需要试着去接纳理解现代医学体系中科学的医学话语，并尽可能

遵医嘱配合诊疗。医患话语融通彰显出疾痛叙事在医患沟通中的影响力，平衡了医患双方由于信息不对

称带来的视域偏差[26]。叙事医学运用叙事能力服务医患沟通，通过倾听、接纳、理解、反馈等多种叙事

沟通形式，医生能更准确地倾听患者真实的声音，更深入完整地理解患者与疾病；患者则以更加积极主

动的心态配合诊疗。通过实践医者的疾病叙事与患者的疾痛叙事两套叙事话语体系良性互动，搭建起医

患沟通新桥梁，为消解医患沟通障碍“解套”[1]，填平技术与人性的鸿沟，融合医患之间的视域差异。 

3.2. 平行病历 促进疾病叙事与疾痛叙事融合 

平行病历是叙事医学反思性写作的重要形式，也是培养叙事能力的基本工具之一。2024 年由中华预

防医学会叙事医学分会牵头，组织国内叙事医学领域核心专家共同撰写《平行病历书写专家共识 2023
版》。该共识在平行病历的定义、应用价值、结构内容、伦理审查、传播应用等方面给出了具体建议。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平行病历书写规范，推进叙事医学研究和实践[27]。 
叙事医学弥合医患分歧，建构医患视域融合的医患同心共同体，最重要的途径是通过医患间的深入

了解而凝结的共情[28]。共情在叙事医学中主要实践是平行病历的书写。平行病历是卡伦[29]把叙事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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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方法引入到临床教育中，要求医学生在临床工作中为患者书写一份与专业医疗记录完全不同的、融

合患者生活、社会网络的人文病历；也称反思性写作；它是医生在临床工作中通过倾听患者患病的主观

体验，感受患者患病的痛苦而形成的“影子病历”[30]。通过非医学术语记录患者的诊断和治疗经历，记

录疾病背后的痛苦，使医生身临其境地体验患者独特的情境，想象患者的境遇，从患者的立场去体验事

件，并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对患者造成的影响。关注叙事视角以及不同视角的转换，是实现医患话语体

系交融的根本途径[31]。叙事医学使医患双方的视域相互交融，使医生的疾病叙事与患者的疾痛叙事的不

同视域差异得到调整和修正，进而达到更为全面的理解，实现医患视域融合，促进医患和谐[24]。 

3.3. 医患共同决策 

临床决策是医生和病人在疾病诊疗过程中最主要的沟通内容和医疗行为。对患者而言，临床决策关

乎生命健康、生活质量、经济支出等。对医生而言，临床决策关乎医疗安全和质量、患者满意度、医患关

系，乃至医生个人的职业声誉等。临床决策涉及医学科学问题和病人心理及各种社会人文因素，临床决

策既是医疗技术决策，又是伦理决策。医患共同决策(Shared Decision-Making, SDM)是理想的临床决策模

式，是医疗决策中医生和患者共同参与、分享信息、讨论治疗方案，最终达成一致的决策[32]。医患共同

决策的核心是信息共享和共同决定。医患双方同为决策主体，共同选择诊疗方案，对顺利实现医患共同

决策有重要作用，但需要不断在地化发展[33]。 

3.4. 培养临床叙事思维 提升医患叙事能力 

临床叙事思维包括叙事患教/疾病科普思维、叙事诊断思维、叙事决策思维、叙事照护/介入思维等，

是与循证思维同样重要的一种思维模式。从医疗诊治开始之前的患教、医疗诊断与共同决策和治疗过程

中的全人健康调节三个维度，阐述临床叙事思维在医疗实践中的重要价值，呼吁更多医疗机构重视叙事

领导力人才培养和临床医者的叙事思维训练[34]，提升医患叙事能力。 

4. 未来展望 

叙事医学本土化实践有扎实而丰富的理论、内容、方法创新，并通过各类活动不断传播叙事医学理

念及本土化实践经验，在构建和谐医患共同体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将叙事医学融入医患沟通中，强

调人文关怀与医疗技术交叉，思维情感与技术的客观中立相结合，以此强化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实践，

平衡医患关系，消除误解矛盾。未来叙事医学在和谐医患沟通方面的进展呈现出以下趋势。 

4.1. 第三方视角的叙事医学实践 

一方面，系统收集慢性病或者其他重症患者的叙事资料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定期的、较

长时间的纵向追踪随访收集归档；另一方面，医生承担着救死扶伤的重大责任，加上工作任务极其复杂

繁重，很难抽出充足的精力和时间来引导、分享、记录、实践患者叙事。为破解这个两难处境，提出第三

方视角介入的叙事医学模式。即叙事实践由第三方介入(如医学人类学方向的研究者，心理学方向的叙事

研究者等)对医生、患者、家属 3 个角度进行观察、访谈和记录[23]。第三方视角的叙事医学实践是一个

客观可行的途径[1]。通过收集医生、患者、家属 3 方的叙事资料，多角度、全方位关照同一疾病：三方

对疾病的关注重点分别在哪里；哪些环节最容易产生沟通上的误解和冲突等；并就其内容进行讨论、反

馈、反思和总结，进而确定破解医患沟通难题的关键节点[23]，增进医患沟通、接纳与协作。 

4.2. 全员参与的发展叙事医学实践 

卡伦曾强调叙事医学的实践主体是医生。朱利明等在《从医患和谐到中华和合文化的传承——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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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肿瘤医院台州院区的叙事医学本土化实践》一文中提出发展叙事医学理念。强调一切与叙事相关的方

法都可以成为叙事工具，如写作、朗诵、绘画、表演、摄影、摄像，以及叙事护理、巴林特小组等；一切

与医学相关的从业人员，包括护士、药师、技师、窗口人员、保洁、保安、医务社会工作者，以及公共卫

生和医学科普领域的工作人员等，都应该成为叙事医学实践的主体[35]。 

4.3. 完善叙事循证医学模式 

患者的疾痛叙事经历涉及身–心–灵多个层次，生物、心理、社会、经济、文化、伦理等多个维度

[36]，因而医学证据的形式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客观的定量数据与主观的定性资料两者应相辅相成，互为

支撑和补充。真正的叙事医学必须具有循证性，这样才能避免在诠释特殊事件时被个体局限性所误导；

另一方面，循证医学也离不开叙事性，在分析客观医学数据的同时不忽略个体体验的真实性与重要性[37]。
这样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双轨临床诊疗路径不仅符合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要求，也

让临床医生在面对和处理复杂多变的疾病时更具优势[23]。叙事医学与循证医学有机结合，完善叙事–循

证医学模式，为铸牢和谐医患共同体提供坚实基础。 
目前，第三方视角的叙事医学还只是一个构想模式，有待落地接受实践检验。全员参与的发展叙事

医学实践是理想目标，如何落实还需假以时日。叙事–循证医学模式需要连续的、长期的资料证据累积

过程。通过叙事医学和谐医患关系的研究实践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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